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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obtained in 1997 , 1999 and 2000 about rural

migrants of the Three Gorges ,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adaptation situation of the migrants in the place of

resettlement , it shows that the adaptation in everyday life is better than the aspect of labor , and the latter

is better than the mentality.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adaptation of the rural migrants of the

Three Gorges , the paper point out that the types of resettlement and the care of local government are more

important to the adaptation of the migrants in the early time of resettlement.The manner of labor , the

difference of custom and public security will become the main factors to the adaptation of the rural

migrants as the time goes on.The changes on type of resettlement since 1999 will bring some other

problems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rural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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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一 、问题与背景

　　三峡工程总共淹没城市 2 个 、县城 11个 、集镇 114个 、乡 356个 、村 1711个;线下淹没的动迁人口

84.62万 ,其中农业人口 36.15万 ,非农业人口 48.47万;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 ,按 12%的增长率

计算 ,动迁总人口将达到 113万 。随着 2002年 11月三峡大坝的正式截流合拢 ,三峡工程大规模移民的

第二期工作也已顺利完成 。据统计 ,截止到2003年3月底 ,三峡工程累计移民已达72.4万人 ,已移民人

数占规划搬迁人口的 64.3%。在已搬迁人口中 ,包含外迁农村移民 14万人(新华网 ,2003)。三峡工程

所引发的百万移民是迄今为止动迁规模最大 、涉及面最广的水库移民 。随着大量移民的搬迁 ,农村移民

的社会适应问题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

我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 ,三峡工程百万移民要做到“迁得出 、稳得住 、逐步能致富”。这是三峡工

程移民工作的最终目标。然而 ,由于水库移民是一种非自愿性的工程移民 ,这一人口迁移过程不具有市

场选择性 ,特别是由于移民从原居住地搬迁进入安置地往往是一个突变过程 ,这一过程必将导致移民居

住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 ,从而引起移民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人际关系等等发生急

剧的变迁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 ,迁移对移民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其中包括:原有的生产体系被破

坏 ,生产性的收入来源丧失 ,人们被重新安置到另一个可能使他们的生产技能不能充分发挥 、而且资源

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中 ,乡村原有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网被削弱 ,家族群体被分散 ,文化特征 、传统势

力及潜在的互相帮助作用被减弱等等(塞尼 , 1996:18)。

现在 , “迁得出”已经成为事实。当 70余万移民已在新的安置地开始新生活的时候 ,我们应该关注

的问题是:他们能够从各方面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吗 ?或者简单地说 ,那些已经完成搬迁的三峡移民在新

的安置地能够顺利地“落地生根”吗 ?要能“落地生根” ,要做到“稳得住 、能致富” ,一个首要前提是移民

对安置地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能够很好适应 。移民通过一定途径完成对搬迁后的自然 、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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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应 ,是其得以融入安置地社会生活和社区结构的重要基础 ,也是开发性移民得以实施 、移民得以致

富奔小康的基本保证 。

国外的移民研究较多关注自愿性移民 、国际移民及其决定因素 。非自愿性移民和移民后果的研究

相对比较欠缺。因此 ,非自愿性移民研究不像自愿性移民研究那样 ,有现成的可以利用的研究范例 。中

国国内对三峡移民的研究开始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文献分析表明 ,目前国内三峡移民研究的主题

主要集中在对移民迁移的动力 、迁移的模式 、移民安置政策 、移民心理 、移民社会适应性 、移民社区整合 、

移民社会发展等方面 。其中 ,专门集中探讨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研究论文约有 10篇左右 ,它们基本上都

是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根据 1997年实地调查的数据所发表的成果(参见刘震 、雷洪 ,1999;杜

健梅 、风笑天 ,2000;张青松 ,2000;雷洪 、孙龙 ,2000;习涓 、风笑天 , 2001;汪雁 、风笑天 ,2001;罗凌云 、风笑

天 ,2001;苗艳梅 、雷洪 ,2001;郑丹丹 、雷洪 ,2002)。这些成果对三峡农村移民社会适应的不同方面进行

了初步描述和分析 ,对于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三峡移民社会适应的状况具有一定的作用 。

对于从整体上认识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来说 ,尚需做深入的相关研究 。首先 ,已有研究使

用的是一个时间点上的横向资料 ,因而研究所得的结论往往是对相对静止状况的描述;而移民在安置地

的社会适应则显然是一个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对这种动态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则必须借

助于多个时点上的纵向资料。第二 ,这些研究对调查资料的分析 ,主要依据的是单变量的描述统计和少

量的双变量统计 ,缺少相对系统和深入的多变量分析。使得无论是对移民社会适应现状的描述 ,还是对

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的深入分析 ,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 。鉴于此 ,本研究运用笔者及其同事于

1997年 、1999年和 2000 年连续三年对湖北省宜昌地区 400多户三峡农村移民进行调查所得的数据资

料 ,以定量方法描述三峡移民在新的安置地的社会适应状况;并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来探讨影响移民

在新环境中社会适应状况的各种因素 ,力图在对移民社会适应状况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寻找其理论含

义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

二 、样本与资料

　　湖北省宜昌市所辖的宜昌县和秭归县是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 ,而坝区移民则是三峡工程百万移民

的起点 。它涉及到宜昌 、秭归两县的四个镇 ,最终搬迁 12257人 。1995 年 8 月统计 ,应搬迁 3508 户 、

12255人 ,已搬迁 3317户 、11682人。其中 ,后靠 7596 人 ,占 65%;外迁 3723人 ,占 32%;投亲靠友 363

人 ,占 3%。到 1995年 10月底 ,已全部完成搬迁(马尚云 ,1996)。

本项研究的对象是位于三峡坝区的第一期农村移民 ,即主要集中在成建制外迁 、集中安置与集中后

靠安置(移民初期两种最主要的移民搬迁与安置方式)的三峡坝区农村移民。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本

项研究所依据的三次调查均未能做到完全随机抽样 ,而是根据坝区移民的实际状况 ,采用了判断抽样的

方法 ,抽取了成建制外迁的枝江市董市镇的平湖 、双湖 、桂花 、五岭村 ,宜昌市伍家区的灵宝村 、南湾村 ,

点军区联棚乡的永红村 、杨家村 、先锋村 ,以及后靠的曲溪村 、乐天溪镇的朱家湾村等等。在所抽取的村

中 ,采取对所有有人在家的移民家庭进行调查 。调查对象为每户中户主(户主不在家时 ,则调查其配偶

或者一位 18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的方法 。三次调查中实际抽取的调查对象的分布情况见表 1。

本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是移民的社会适应 ,笔者在研究中将其界定为移民对安置地新社区中生活各

方面的习惯程度和满意情况。并将因变量操作化为几个主要的维度 ,包括日常生活 、家庭经济 、生产劳

动 、邻里关系 、社区认同等层面 。每一个层面设计出 2-3个个人评价和感受的问题作为指标进行测量。

问卷中主要的自变量则包括移民的家庭规模 、搬迁时间 、搬迁方式 、被访者的年龄 、文化程度 、性别 、对三

峡工程的认识 、对政策落实的看法 、对安置地政府和居民对移民的态度评价 、原居住地与安置地在各方

面的差别等等。三次调查均采用结构式访问的方法进行 ,实地调查工作由原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

师和研究生 、本科生组成的调查小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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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三峡农村移民调查各次样本分布 单位:人　

调查时间

安置地点
1997 年4 月 1999 年 5月 2000 年 5 月 搬迁方式

枝江市

董市镇

宜昌市

伍家乡

宜昌市

点军区

联棚乡

宜昌县

乐天溪镇

秭归县

茅坪镇

合 计

平湖村 75 35 42 外迁

五岭村 69 34 35 外迁

双湖村 93 62 43 外迁

桂花村 82 39 35 外迁

灵宝村 — 76 85 外迁

南湾村 — 10 7 外迁

永红村 — — 21 外迁

杨家村 — — 17 外迁

先锋村 — — 23 外迁

朱家湾村 108 99 — 后靠

美人沱村 99 — — 后靠

曲溪村 — 65 114 后靠

　

526 420 422

三 、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描述分析

　　由于研究者对社会适应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稍有不同 ,因而三次调查问卷中所用

的指标并不完全一样 。为了较好地反映三峡移民在安置地社会适应状况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 ,我们

将三次调查中完全相同的 8个指标抽出来 ,进行基本描述统计 ,每一指标的取值范围从 1分到 5分 ,均

值越小表示适应状况越好 。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三年调查结果中相同指标适应状况的描述与比较 　

三年平均 1997 年 1999年 2000年

方面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1.邻里关系满意 2.26 2 .39 .76 2 .41 .76 1.98 .76

2.住房状况满意 2.60 2.58 1.10 2.71 1.09 2.50 1.05

3.生活习俗适应 2.47 2 .76 1.08 2 .42 1.08 2.24 1.01

4.提高经济信心 3.27 3.08 1.30 3.54 1.13 3.20 1.30

5.生产劳动适应 3.05 3 .54 1.05 2 .85 1.22 2.75 1.16

6.经济收入满意 4.12 3.82 1.06 4.17 .82 4.36 .78

7.怀念原来地方 4.32 4.19 .93 4.23 .69 4.60 .62

8.思念原来熟人 4.33 4.20 .92 4.26 .72 4.53 .60

均值间差距 1.81 1.85 2.55

表2的结果表明 ,第一 ,从总体上看 , 三次调查中 8项指标的均值范围基本上都处于 2分至 4.6分

之间 ,但将三年平均起来看 ,则明显处于三种适应状态:邻里关系 、住房状况和生活习俗处于适应较好的

状态(表中第二列粗体数字部分 1-3行);提高经济的信心和生产劳动适应处于适应的一般状态(表中

第二列4-5行),而经济收入 、思乡和念旧心理方面则处于适应的最差状态(表中第二列粗体数字部分

6-8行)。第二 ,三年的分布有明显的不同 。从表中最下端一行的结果看 , 1997 年的均值差别范围最

小 ,而 2000年的均值差别范围明显增大 ,说明适应的不同方面随时间推移而发生了一定的分化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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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适应得越来越好 ,有的方面则越来越差。第三 ,从三年结果的比较来看 ,邻里关系 、生活习俗 、生产

劳动三方面的适应状况随时间推移而明显好转(表中粗斜体数字部分);而经济收入满意 、怀念原来地

方 、思念原来熟人三方面则随时间推移而向着明显更差的方向变化(表中下划线数字部分)。这一结果

提示我们:客观生活方面的适应状况或许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好转 ,而主观心理方面的适应状况则有可能

随时间推移变得更差 。

邻里关系方面的结果与调查对象的特征有一定关系。由于样本中的大部分外迁移民都属于集中安

置 ,其邻里都为同村移民 ,具有许多共同语言和相似的处境 ,因而 1997年时邻里关系适应状况就比较

好 ,再加上搬迁后居住在一起 ,到 2000年时自然就更好了 。生活习俗的情况也十分相似 ,移民来自于与

安置地同属一个地区的县 ,语言相同 ,生活习俗也基本相同 ,所以 ,适应相对容易 ,且随时间推移会越来

越同一 。生产劳动方面的适应变化更显著一些 。1997年时 ,大部分移民搬迁刚刚一年多时间 ,且一部

分是由以种植果树为主转变为种植水稻为主 ,生产方式的差别所造成的不适应比较明显。到了 2000年

时 ,大部分移民已由不太适应向比较适应方面转变 ,两次调查的均值差距达到了 0.74 ,说明变化很大。

但标准差也相对较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出移民中在生产劳动适应方面的个体差别较大 ,或者说劳

动适应的分化较大 ,有的越来越适应 ,有的越来越不适应。

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是 ,原本就显得不太适应的几个方面 ———对搬迁后家庭经济收入的满意程度 、对

原居住地的熟人(亲戚 、朋友 、邻里等等)的思念程度 、对原来生活的地方的怀念程度却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显得越来越不适应 。三个方面的均值都在明显变大 ,说明这种不适应的程度在增加 ,而标准差的变小

则说明移民中在这些方面的个体差异越来越小 。经济收入的不满意一方面是由于搬迁造成的影响

(80%以上的移民认为搬迁给家庭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业收成的不好 、外出打工

的不便和从事副业的困难所导致。至于思乡之情并不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 ,反而是加强 ,则可以看

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和巨大惯性的一种体现 。显然 , “故土难离” 、“安土重迁”本来就是中国农民的

特质 ,现在人虽然离开了故土 ,可他们的心还在家乡;对于举家告别世代居住的故土的广大移民来说 ,或

许这种思乡怀旧的情绪将会伴随其漫长的适应过程 ,甚至其整个后半生。

四 、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因素分析

　　为了综合分析移民社会适应的整体状况 ,特别是分析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各种因素 ,笔者首先

采用主成分法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具体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并采用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

变换 ,以便对三次调查中有关移民社会适应的指标进行综合 ,从中提取出概括多个具体指标的新因子。

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 3-5。

表3的结果表明 ,9个测量移民社会适应不同方面的具体指标最终被概括为 3个因子 。根据每一

因子所包含的指标的内容 ,我们分别给新因子取名为经济适应因子 、心理适应因子和生活适应因子 。各

指标的共同度除一个外 ,都在 0.5以上 ,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也达到 62.5 ,基本达到因子分析的

要求 。

表4的结果中 ,除两项具体指标(住房满意与生产劳动适应)的归类与表 3结果中有所差别外 ,其他

指标的概括与归类与表 3的结果完全一样 。形成同样的三个新因子。各指标的共同度中 ,有两个低于

0.5 ,一个接近 0.5 ,其他均高于 0.5 ,三个新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也达到了 62.4 ,与表 3一样基本达到

因子分析的要求 。

表5的结果稍有不同。9个具体指标共提取了 4个新的因子 ,前两个因子所涵盖的具体指标与表 3

和表 4的基本相同 ,而在前两个表中有所差别的两个指标(住房满意与生产劳动适应)则分别与另一指

标构成两个新因子。根据指标内容 ,分别取名为环境适应因子和生活适应因子。各指标的共同度基本

上在 0.5以上 ,新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64.7 ,也基本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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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1997年社会适应状况的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共同度

对经济发展 、收入提高的信心 .777 -.117 .618
对家庭经济的满意状况 .727 .196 .344 .686
对生产劳动的满意状况 .686 .186 .284 .587
搬迁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594 .237 .209 .452
是否想念搬迁前的熟人 .864 .131 .768
是否怀念搬迁前居住的地方 .225 .830 .745
对邻里关系的满意状况 .850 .722

对住房状况的满意状况 .393 .170 .599 .542
对安置地的生活习俗是否适应 .234 .394 .541 .503
新因子命名 经济适应 心理适应 生活适应

特征值 3.478 1.155 0.990
方差贡献率 38.642 12.831 10.997
累计方差贡献率 38.642 51.473 62.471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表 4　 1999年社会适应状况的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共同度

对经济发展 、收入提高的信心 .794 .638

搬迁后家庭经济收入是否提高 .609 .187 .235 .460

对家庭收入的满意状况 .559 .321 .288 .499

对住房状况的满意状况 .523 .292 .117 .372

是否怀念搬迁前居住的地方 .258 .856 .117 .813

是否想念搬迁前的熟人 .213 .850 .146 .790

对搬迁后的生产劳动是否适应 .361 .171 .715 .671

对搬迁后的邻里关系满意状况 -.235 .369 .699 .680

对安置地的生活习俗是否适应 .487 -.123 .663 .692

新因子命名 经济适应 心理适应 生活适应

特征值 3.449 1.158 1.007

方差贡献率 38.327 12.870 11.188

累计方差贡献率 38.327 51.198 62.385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表 5　 2000年社会适应状况的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共同度

是否想念搬迁前的熟人 .921 .854

是否怀念搬迁前居住的地方 .914 .119 .853

搬迁后生活水平的变化 .216 .690 -.267 .182 .627

对家庭收入的满意状况 .160 .625 .221 -.175 .495

对经济发展 、收入提高的信心 -.302 .595 .278 .523

对搬迁后的邻里关系满意状况 .744 .224 .610

对搬迁后的住房满意状况 .151 .724 -.105 .564

对安置地的生活习俗是否适应 -.128 .876 .785

对搬迁后的生产劳动是否适应 .428 .139 .544 .508

新因子命名 心理适应 经济适应 环境适应 生活适应

特征值 1.911 1.734 1.144 1.030

方差贡献率 21.228 19.266 12.712 11.446

累计方差贡献率 21.228 40.494 53.206 64.652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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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取了新的公共因子后 ,我们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 ,计算出总体的社会适应综合得

分。然后 ,分别以各个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为因变量 ,以家庭规模 、搬迁时间 、搬迁方式 、对三峡工程的

认识 、对政策落实的看法 、对安置地政府和居民对移民的态度的评价 、原居住地与安置地在各方面的差

别等等为自变量 ,并加入被访者的年龄 、文化程度 、性别等控制变量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对影响移民社

会适应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6-9。

　表 6　 1997年调查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多元回归分析 (Beta值)　

影响变量 经济适应 心理适应 生活适应 总体适应

年龄 .116 ＊

搬迁方式(外迁为 1) .248 ＊＊＊ .494＊＊＊ .160＊ .424＊＊＊

政府关心状况 .308 ＊＊＊ .185＊＊ .307＊＊＊

对政策落实情况的评价 .147 ＊ .165＊＊

生活习俗差别 -.244＊＊＊

调整的 R2 .237 .240 .168 .385

F 值 19.027 ＊＊＊ 74.455＊＊＊ 16.632＊＊＊ 49.346＊＊＊

　　注:统计分析结果中检验不显著的 Bate 系数均未列出 ,下列表同。

　表 7　 1999年调查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多元回归分析 (Beta值)　

影响变量 经济适应 心理适应 生活适应 总体适应

搬迁方式(外迁为 1) .320 ＊＊＊ .274＊＊＊ .415＊＊＊

政府关心状况 .206 ＊＊＊ .236＊＊＊

生活习俗差别 .365 ＊＊＊ .372＊＊＊

生产劳动差别 .347＊＊＊

安置地治安状况 .180＊＊

当地居民态度 -.138 ＊ .223＊＊＊ .191＊＊

调整的 R2 .330 .140 .245 .490

F 值 28.644 ＊＊＊ 19.332＊＊＊ 25.459＊＊＊ 72.987＊＊＊

　表 8　 2000年调查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多元回归分析 (Beta值)　

影响变量 经济适应 心理适应 环境适应 生活适应 总体适应

性别(男为 1) .143＊

搬迁时间 -.305＊＊＊ -.142＊＊

搬迁方式(外迁为 1) .172＊＊ -.132＊＊

政府关心状况 .118 ＊ -.136＊

安置地治安状况 .235 ＊＊＊ .162 ＊＊ .121＊ .299＊＊＊

生产劳动差别 .159 ＊ .236 ＊＊＊ .281＊＊＊

当地居民态度 .170＊＊ .161＊＊

生活习俗差别 -.160 ＊＊ .614＊＊＊ .120＊

调整的 R2 .119 .105 .101 .398 .283

F 值 10.039 ＊＊＊ 15.557＊＊＊ 7.006＊＊＊ 60.022＊＊＊ 22.203＊＊＊

表6的结果表明 ,1997年时 ,搬迁方式既是影响移民总体社会适应状况的主要因素 ,也是影响三个

不同适应状况的重要因素 。相对于外迁移民来说 ,后靠移民的适应状况更好一些。其次 ,移民所感受到

的当地政府对移民的关心情况也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它对移民经济适应与生活适应的影响也十分

明显;移民越是感受到安置地政府的关心 ,其适应的状况越好。

表7的结果显示 ,1999年时 ,除了搬迁方式依然是影响移民总体适应状况的首要因素外 ,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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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 、政府关心状况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 ,这几个因素在移民经济适应方面也具有非常显著的

影响 。

表8的结果则表明 ,到了 2000年 ,对移民总体适应状况的影响因素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影

响因素明显增多 ,由前两次结果中的三个因素 ,增加到五个因素;二是影响因素的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 ,前两次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 ———搬迁方式以及政府关系情况 ,在 2000年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却

不见了;而安置地的治安状况 、生产劳动方面的差别 、当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 、搬迁时间等因素则成为主

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将三年调查中移民总体适应状况的回归分析结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这种变化就

会看得更为清楚 。详见表 9。

　表 9　 三年调查中移民总体社会适应影响因素的

回归分析结果比较 (Beta值)　

影响变量 1997 年 1999 年 2000 年

搬迁方式(外迁为 1) 　.424＊＊＊ 　.415＊＊＊

政府关心状况 　.307＊＊＊ 　.236＊＊＊

政策落实情况 　.165＊＊

生活习俗差别 　.372＊＊＊ 　.120＊

生产劳动差别 　.281＊＊＊

当地治安状况 　.299＊＊＊

当地居民态度 　.161＊＊

搬迁时间 -.142＊＊

调整的 R2 　.385 　.490 　.283

F 值 49.346＊＊＊ 72.987＊＊＊ 22.203＊＊＊

　　表9的结果表明 ,总体上看 ,三个回归方程

的决定系数都处在 30-50%之间 ,解释力属中

等水平。说明可能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解释变

量未能进行测量并放入方程。另外 ,对比三次

调查结果的影响因素及其方程的解释力 ,我们

不难发现以下特点:1997年与 1999年的影响因

素相对较少(都只有 3个因素),解释力却相对

较高(分别接近 40%和 50%);而 2000年的影

响因素明显增多(达到 5个),方程总的解释力

却相对较小(只接近 30%)。说明在搬迁初期 ,

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相对集中和突出;但

随着搬迁时间的延续 ,随着移民在安置地新生

活的进展 ,影响他们总体适应状况的因素则越来越多地从生活的各个不同的方面显现出来。

五 、总结与讨论

　　1997 、1999和 2000年三次农村移民调查的结果显示 ,三峡工程首批农村移民在社会适应的不同层

面状况不同 ,相对而言 ,日常生活领域的适应状况普遍较好 ,而经济方面的适应与心理方面的适应则表

现出较差的状况 。这一结果既与调查地区和研究样本的性质有一定关系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研究结果表明 ,农村移民对新生活的适应 ,首先是从日常生活领域开始的。比如住房 、邻里 、语言 、

风俗等等;然后是生产劳动 、经济发展;最后是包括主观感受 、心理融合 、社区认同在内的“我群感” 、“归

属感”的建立。这一适应过程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 ,需要在大量的 、连续不断的生活事件 、生活经历的

熏陶和磨砺中逐渐完成。

研究结果还表明 ,影响农村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各种因素 ,随着移民搬迁时间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

的影响。在搬迁的初期 ,不同搬迁方式的影响十分明显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移民的整体适应状况上 ,

同时也体现在适应的不同侧面 。此外 ,移民所感觉到的安置地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也是影响搬迁初期移

民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结果对安置地各级移民工作部门有针对性地做好移民初期的安置工

作 ,减少移民的适应困难 ,缩短其不适应的过程 ,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

研究结果也显示 ,随着搬迁时间的延长 ,移民社会适应的状况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 ,

当搬迁方式的影响逐渐减弱 ,当移民开始接受和面对搬迁的现实时 ,他们一方面开始熟悉和适应了在安

置地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也逐渐在更多方面感受到更深层面中的问题和困难 。因此 ,影响移民社会适

应的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较突出的特征是:生产劳动方面的差别 ,开始成为影响移民家庭经济发

展和长远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作为“外乡人”的移民开始对新社区中的安全产生敏感 ,这十分明

显地体现在安置地的社会治安状况成为影响移民社会适应重要因素的事实上。不仅如此 ,来自同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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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移民与当地居民在生活习俗上的“大同” ,也开始被实际生活中无数具体细节方面的“小异”所取

代 ,使得生活习俗因素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再次显露出来 。

本项研究的结果 ,还向我们揭示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首先是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贫困的风险问题。早期农村外迁移民基本上实行的是

集中安置 。这种安置方式虽然在日常生活 、邻里交往 、心理安定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但不可避免地受

安置地有限的经济资源 ,特别是耕地 、副业 、打工机会等方面的限制 ,移民在生活“嫁接期”的经济“复苏”

面临极大的挑战 。本调查结果表明 ,农村移民搬迁前有 62%的人主要从事水果种植 ,从事粮食生产的

有24%,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有 8%,从事蔬菜生产的 2%,其他内容的 2%。但搬迁后 ,他们从事上述

劳动的百分比则分别变为 11%、52%、11%、9%和 17%。这说明搬迁后 ,有 50%以上的移民的生产劳动

方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即由种植水果改变为种植粮食 、蔬菜 、经济作物等 。这是一个影响巨大的改变 ,

无论对移民本人 ,还是对他们的家庭 ,都是如此。落地要生根 ,经济是首要的前提和基础。如何提高经

济收入 ,既是三峡农村移民关注的中心 ,也是关系到移民在适应安置地社会生活的同时 ,达到逐步致富

目标的关键环节 。如何帮助移民尽早适应生产劳动方式的巨大变化 ,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贫困现象 ,是

安置地政府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是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如何尽快实现从日常生活适应到劳动生产适应再到心理归属适应的

跨越问题。移民的举家搬迁不仅仅意味着居住地点的改变 ,还意味着整个家庭和每个成员社会生活的

完全移植 ,是将原有生活整体地在新的社区中进行“嫁接”和“重植” 。这种生活移植的过程是痛苦的和

长期的 。本项研究结果表明 ,移民对这种生活移植过程的适应体现在三个不同的层次和方面。相对来

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常生活的适应比较容易达到。但是 ,对移民来说更为根本的生产劳动的适应则

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移民心理归属的适应则是一种并非完全随时间变化的过程 ,它在某种程度

上更能说明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质状况。在移民社会适应的这三个阶段或三个层面 ,具有影响作用的因

素可能是不同的 。要使移民能够真正扎根于新的社区 ,重建新的生活 ,必须认真探索和构建起帮助他们

顺利跨越生产劳动适应和心理归属适应的各种机制和条件 ,只有当移民不仅习惯了安置地的生活方式 ,

同时熟练掌握了在安置地的经济条件下赖以生存的生产劳动技能 ,并且在心理上已将安置地看作“我群

体”时 ,他们才在真正意义上适应了安置地的生活 ,才真正在安置地扎下了根。

第三 ,跨省外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适应问题。1999年 ,国家召开移民工作会议 ,在对前段移民工作

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对移民搬迁和安置的具体方式进行了调整。开始了由库区安置向外省市安置的转

变。到2002年底止 ,已有 14万移民跨省外迁 。这一情况将给移民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

本研究结果表明 ,总体上 ,相对于后靠移民 ,外迁移民的社会适应更为困难 ,特别是在经济适应和心

理适应上 。那么 ,对于 1999年后开始搬迁到数千公里外的跨省移民来说 ,这种适应过程又有哪些新的

特点 ?移民的适应过程是否会更加困难 ?从 1999年开始的 ,以沿江 、沿海的上海 、江苏 、浙江等 11个省

市为安置地的跨省外迁 ,不仅距离远 ,更重要的是安置方式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即由过去的一个村几十

户的“集中安置” ,转变为一个村一两户的“分散安置”。这种跨省外迁带给移民的生活现实和影响 ,不同

于他们在自己家乡大范围内的近迁。或许 ,由于远距离外迁的安置地均为沿海 、沿江的相对发达的省

市 ,移民搬迁后的经济适应会比近距离外迁地要好。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还有待于今后研究的证实。

而本研究中移民社会适应较好的日常生活领域 ,或许也会成为跨省外迁移民社会适应中的一大障碍。

比如说 ,最简单和最直接的语言上的差异 ,就会给移民带来深深的冲击;更不用说习俗 、生产方式 、生活

方式 、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别的影响和冲击了 。

还有跨省外迁移民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问题 。中国农村社会中 ,人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依赖于

建立在血缘 、姻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家人 、亲戚和邻里。1999年和 2000年调查的结果都表明 ,在日常

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移民寻求帮助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以及亲戚朋友身上。比如 ,

2000年调查中找双方兄弟姐妹的为 82%,找双方亲戚的为 38%。在为家庭增加收入方面 ,寻求帮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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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最高的前三位也分别是找兄弟姐妹的为 24%,找亲戚的为 24%,找邻里的为 10%。达到这些比例的

一个有利条件是早期移民的这种“集中安置”方式 。然而 ,随着移民跨省外迁和分散安置 ,目前这种社会

支持网络赖以存在的基础被抽掉了 ,移民不仅远走他乡 ,而且是相对孤立地置身于新的社区中 。因此 ,

这种外迁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将是一项对移民社会适应具有巨大影响的重要内容 。

总之 ,到上海 、江苏等地的跨省“远迁” ,与初期移民在湖北 、重庆同一地区内的跨县“近迁“ ,是两种

有着重要差别的迁移模式 。笔者预计 ,跨省外迁的农村移民在社会适应方面 ,将会面临一些与跨县外迁

移民不同的困难与问题 ,其适应过程将会形成一些不同于跨县近迁的特点 。开展对跨省外迁移民社会

适应性的研究 ,应该成为下一段移民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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